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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前伊斯兰时代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

王 铁 铮　　郭　瑞

［摘　要］前伊斯兰时代，基督教向阿拉伯半岛的传播是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思想文化现象。基督

教在向半岛扩展过程中经历的各种碰撞与融汇，深刻揭示了当时以半岛为核心、向北延伸至肥沃新月的广

大阿拉伯地区频繁变动而又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形态。早期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及地方化过程

中，虽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并获得短暂繁荣，但终因受到当地固有的阿拉伯传统习俗、多元文化差异以及基

督教内部教派分裂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在阿拉伯半岛形成宗教主导之势。但基督教无疑为该地区留下了

丰厚的宗教遗产，诠释了东西方文明互为融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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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督教自公元１世纪诞生至４世纪被罗马帝国奉为国教，其在肥沃新月地带的传播已然具备一
定规模。从使徒传教的个人行为到帝国推动的国家行为，从繁荣于城镇要塞到深入至部族村落，基督
教在长期与阿拉伯地区文化的碰撞中产生了各色流派，并在不同教派间的激辩中塑造了正统的信仰。
最终，一些重要的神学观念在基督教本土化和地方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得以延续，从而对阿拉伯民众的
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后来基督教向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全面传播奠定了基础。

然而，由于阿拉伯早期的历史文献资料极度匮乏，有关该地区基督教的传播情况多参考由当时的
教会史学家撰述的教会史著作和殉道文学作品①。这些著作属当代人著当代史，故具有极高的史料
价值，成为后世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１９７９年，特里明厄姆首次出版了针对该问题的
专著《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人的基督教》②。该书具有代表性，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基督教对早期亚非
阿拉伯地区的传播，史料丰富，广泛采用教会文献、碑刻铭文和遗迹遗址等考古学证据，呈现了一幅前
伊斯兰时代阿拉伯基督教的历史全景图。同时，该书还提出了基督教虽历经数百年的传播、却始终未
能真正渗入多数阿拉伯人思想世界的命题。这一观点为后来的宗教学者和历史学者所认同。不过，
特里明厄姆的著作存在着缺憾和局限：一是该书缺乏对不同地域阿拉伯族群社会、文化和经济形态进
行必要的合理分类，书中偏重对诸多历史事件的罗列和引证，颇显庞杂而凌乱，重点或主线不够清晰。
二是作者身为宗教学者，更多着眼于宗教史的叙事，忽略对阿拉伯历史、政治、宗教和社会的多维度比
较研究，对立论的剖析和解读也不充分，尤其是未能阐明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多元文化碰撞对基督
教本身、受众乃至后起的伊斯兰教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影响。

关于早期阿拉伯地区基督教的历史，目前国内尚未出现论述该问题的著作，偶有提及也大多散落
在整体基督教史研究和地区史研究的作品中。为引起国内学界对于该问题的重视和进一步研究，本
文试图努力克服特里明厄姆论著的缺憾和局限，并在借鉴和吸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问世的有关早

·２８·

＊

①

②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１０＆ＺＤ１１５）。
例如，尤西比乌：《教会史》（Ｅｕｓｅｂｉｕｓ，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２６年版；索左门：《教会史》（Ｓｏｚｏ－
ｍｅ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伦敦：亨利·Ｇ．博恩１８５５年版；尤西比乌：《巴勒斯坦的殉道者》（Ｅｕｓｅｂｉ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怀特菲什：克辛格公司２０１０年重印版。
特里明厄姆：《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人的基督教》（Ｊ．Ｓｐｅｎｃｅｒ　Ｔｒｉｍｉｎｇｈａｍ，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ｓ　ｉｎ　Ｐｒｅ－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贝鲁特：朗曼集团有限公司和贝鲁特书店１９９０年版。



期基督教社会学、宗教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①，以文明交往背景下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为视角，将
论述重心设定在阿拉伯半岛，对早期基督教向半岛传播的特点进行典型个案的梳理归纳，通过与伊斯
兰教崛起和发展进行横向对比，从而对早期基督教在阿拉伯地区得以流传、却又难以形成宗教主导之
势提出己见。

一　早期基督教在半岛外阿拉伯地区的发展

１．早期基督教在阿拉伯地区②的传播，经历了由近及远、由量变到质变的缓慢过程。在此过程中，
使徒、教会与国家交替承接，担负起弘扬福音的使命，基督教的扩张也从使徒宣教、教会辐射逐渐演进
至国家层面的行为

使徒的个人传教活动始于耶稣复活向众人显现之后。按照耶稣的教导，使徒们两人一组分别到
地中海世界各地向犹太人传教。《使徒行传》中记载的保罗三次前往阿拉比亚的传教活动，揭开了基
督教向阿拉伯地区传播的序幕。以安条克为中心的叙利亚西部成为保罗历次宣教行程的必经之地。
人们相信，正是在阿拉伯生活期间，保罗决心脱离犹太教，追随耶稣传播福音。然而，保罗在阿拉伯地
区的足迹似乎也就止步于叙利亚西部，福音向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两河流域的进一步东传，则有赖于耶
稣的另一个门徒阿戴（达太Ｔｈａｄｄａｅｕｓ，叙利亚语称为Ａｄｄａｉ）③。相传，使徒圣多马向埃德萨派遣弟
子阿戴去医治患病的奥斯若安国王阿布加尔五世，此后，阿戴便在周边地区传教并建立教会。后世史
学家认为，两河流域的基督教历史和神学传统直接承袭自使徒时期，正是耶稣七十使徒之一的阿戴开
启了两河流域基督教传播之肇端。阿戴及其弟子殉道后，阿拉伯地区基督教的使徒传教时代即告一
段落，并进入基督教历史的“教父时期”④。

如果说使徒的传教让基督教在地中海东部站稳了脚跟，那么到了教父时期，基督教则逐渐成为整
个地中海地区占支配性地位的宗教力量。教父时期的基督教生活和思想极富创造力，一系列重要的
神学问题在这一时期得以阐明⑤。在激烈的神学争论中，安条克教会、亚历山大教会和埃德萨教会三
大神学中心逐渐显露出各自清晰的面貌。虽然从地理概念上讲，这三大教会所在地区并不完全归属
于阿拉伯范畴，但三大教会对于早期该地区基督教的传播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其中最易被人忽
视的便是埃德萨教会的地位与作用。埃德萨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东岸，紧邻叙利亚行省，是古奥斯若
安王国的首都。由于坐落于罗马、波斯两大帝国的交界处，该地区社会环境极不稳定，居民结构复杂
多样。与安条克教会和亚历山大教会的神学传统迥异，埃德萨教会的福音信仰在传播伊始便与地方
文化相结合，一些被主流教会斥为异端的教派纷纷在埃德萨找到了存续和发展的机会。原因在于，埃
德萨教会的基督教信仰吸纳了当地浓厚的阿拉米文化特色。根据记载，“当时的马西昂派、巴戴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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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著作主要包括，韦恩·米克斯：《最初的城市基督徒》（Ｗａｙｅｎ　Ａ．Ｍｅｅｋｓ，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纽黑文：耶鲁大学
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莫菲特：《亚洲基督教史·第１卷·从开始到１５００年》（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ｇｈ　Ｍｏｆｆｅｔｔ，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Ａｓｉａ，ＶｏｌｕｍｅⅠ，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　ｔｏ　１５００），纽约：奥比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哈南·戈登等主编：《从希腊化时代到伊斯兰时代：
罗马人统治下近东地区文化和语言的变迁》（Ｈａｎｎａｈ　Ｃｏｔｔｏｎ　ｅｔ．ａｌ．，ｅｄｓ．，Ｆｒｏｍ　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ｍ　ｔｏ　Ｉｓｌａｍ：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罗德尼·斯塔克著，黄剑波等译：《基督教的兴起：一个
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理查德·贝尔：《寻根伊斯兰教———在基督教盛行的时代》（Ｒｉｃｈ－
ａｒｄ　Ｂｅｌｌ，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Ｉｔ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阿宾顿：劳特里奇出版社２０１５年重版；格列葛·费舍尔：《在
帝国的夹缝中：古代晚期的阿拉伯人、罗马人和萨珊人》（Ｇｒｅｇ　Ｆｉｓｈ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ｐｉｒｅｓ：Ａｒａｂｓ，Ｒｏｍ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ａｓａｎｉａｎ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这里的阿拉伯地区主要包含今天的肥沃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有关“阿拉伯”的语源学考证、历史演变及其涵盖的大致范
围，可参见菲利普·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第１编第４章“早期的国际关系”，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有关阿戴的传说，详载于《阿戴论》（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Ａｄｄａｉ）中。《阿戴论》现存两份手稿，克雷顿（Ｃｕｒｅｔｏｎ）在１８４８年发现了

５世纪的手稿，较为完整的是１８７６年由乔治·菲利普斯（Ｇｅｏｒｇｅ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翻译整理的《使徒阿戴论》（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Ａｄｄａｉ
ｔｈｅ　Ａｐｏｓｔｌｅ）。
“教父”一词来自于拉丁语“父亲”（ｐａｔｅｒ）。“教父时期”的定义相当模糊，通常认为它指的是自《新约》结束（约公元１００年）到
迦西敦公会议为止（４５１年）。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个短语应该在广义上使用，即把７５０年以前的发展都包括在内（详见阿
利斯特·麦格拉斯著，孙毅等译：《基督教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３２页）。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基督教概论》，第２３２页。



摩尼派等汇聚埃德萨，正统教派反倒在此变成了一个小的派别”①。“这里没有凌驾于各派之上的权
威来判定哪个教派是正统派，各教派也耻于依附政治权威打压其他教派”②。直到５世纪以后，埃德
萨教会趋于衰落，其在两河流域的影响力才逐渐被波斯控制下的尼西比斯教会所取代。

及至４世纪初，基督教凭借其开放的社会网络和博爱的信仰已在异教林立的夹缝中脱颖而出。
据社会学家推测，３００年前后，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已达６３０万人，其影响范围也由地中海东岸的
安条克、大马士革等逐渐向东、向西扩散至美索不达米亚和罗马帝国腹地③。如此浩大的崛起浪潮迫
使罗马帝国皇帝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新兴宗教与帝国威权之间的共存关系。３１３年，君士坦丁皇帝
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基督教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帝国内政上，基
督教开始沦为罗马皇帝的统治权柄，平衡教派纷争与打压异己势力贯穿于历次重大的宗教会议。在
国家间关系上，基督教各教派为罗马与波斯两大帝国所利用，成为拉拢附庸邦国、彼此对抗的政治工
具。自此，不单是国家行为无可逆转地改变了基督教在阿拉伯地区的发展轨迹，国家本身的政治决策
也开始受到基督教活动的制约。

２．早期基督教向外传播，先后经历了去犹太化、在非犹太框架内推进希腊化、适应本地化三个普
世性传教阶段

在保罗时期，基督教希腊化的影响虽越来越大，但仍在为自己的合法性苦苦抗争，在与犹太基督
教传统保持平衡的张力中寻求发展空间。进入教父时期后，由于构成张力一端的犹太传统的影响力
逐渐削弱，从希腊传统理解基督信仰日渐成为主流④。与此同时，基督教在向阿拉伯腹地传播的过程
中，与当地文化不断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阿拉伯基督教。直到尼西亚大会确立正统教义之前，广
大阿拉伯地区的神学论争充满了混合主义的特点，犹太传统、希腊哲学与阿拉伯的各种原始崇拜对基
督教各教派的神学阐释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有的学者将这一时期的阿拉伯地区称为“异端滋生
的阿拉比亚温床”⑤。

为了抨击“异端”学说，教父神学家不断著书立说。使徒教父爱任纽（Ｉｒｅｎａｅｕｓ，１３０－２０２）、拉丁
教父德尔图良（Ｔｅｒｔｕｌｌｉａｎｕｓ，１５０－２３０）和教会史家尤西比乌就对当时最主要的“异端”———诺斯替教
派进行猛烈抨击。而埃皮法纽（Ｅｐｉｐｈａｎｉｕｓ，３１０／３２０－４０３）则在他的著作《药库》（Ｐａｎａｒｉｏｎ）中详细
介绍了俄迪尼主义（Ａｕｄｉａｎｉｓｍ）、瓦勒西安派（Ｖａｌｅｓｉａｎｓ）和安提德古玛利亚派（Ａｎｔｉｄｅｃｏ－Ｍａｒｉａｎｉｔｅｓ）
等当时流行于阿拉伯地区的其他“异端”派别。这些教派或宣扬神人同形同性论，或严厉抨击犹太教
“律法”⑥（ＰｒｏｅｍⅠ：４，８），或崇拜女神玛利亚⑦（ＰｒｏｅｍⅡ：２，１），等等。上述“异端”派别，无一例外都
是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样本”。以诺斯替教派为例，该派宣扬的善恶二元论，事实上是源于一种与希
腊－拉丁文化一元论主体思想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它反映了当时地中海东岸（尤其是叙利亚地区）居民
对人类世界本质的基本认知。而该派所推崇的“介质”说和神智论，则是在借助了希腊斯多葛派哲学
术语的基础上，对于柏拉图主义“精神世界”的进一步演绎。正如学者大卫·史密斯（Ｄａｖｉｄ　Ｅ．Ｓｍｉｔｈ）
所言，“所谓诺斯替教派的产生，无非是缘于犹太信仰与希腊哲学经斐洛的初步结合后，不同学者对于
如何进一步发展斐洛的思想所给出的不同意见”⑧。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派思想中还保留了浓厚的东
方神秘主义色彩，并混杂了阿拉伯地区特有的原始崇拜。如诺斯替主义者所提出的“阴性”中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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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利耶沃斯：“早期的叙利亚基督教：近期发表的作品”（Ｈａｎ．Ｊ．Ｗ．Ｄｒｉｊｖｅｒｓ，“Ｅａｒｌｙ　Ｓｙｒｉａｃ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Ｓｏｍ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基督教研究：早期基督教生活和语言评述》（Ｖｉｇｉｌｉａ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第５０卷第２期（１９９６年５月），第１６０页。

⑤　特里明厄姆：《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人的基督教》，第１３３、５６页。
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第８页。
章雪富、石敏敏著：《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多元传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０页。
埃皮法纽：“序文Ⅰ”（Ｅｐｉｐｈａｎｉｕｓ　ｏｆ　Ｓａｌａｍｉｓ，“Ｐｒｏｅｍ Ⅰ”），弗兰克·威廉姆斯译：《药库》（Ｆｒａｎｋ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ｒａｎｓ．，Ｔｈｅ　Ｐａｎ－
ａｒｉｏｎ　ｏｆ　Ｅｐｉｐｈａｎｉｕｓ　ｏｆ　Ｓａｌａｍｉｓ），荷兰：布里尔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页。
埃皮法纽：“序文Ⅱ”（Ｅｐｉｐｈａｎｉｕｓ　ｏｆ　Ｓａｌａｍｉｓ，“Ｐｒｏｅｍ Ⅱ”），弗兰克·威廉姆斯译：《药库》，第１３页。
大卫·Ｅ．史密斯：《〈使徒行传〉的教法功用：一种比较型分析》（Ｄａｖｉｄ　Ｅ．Ｓｍｉｔｈ，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科利奇维尔：礼仪出版社２００２版，第４３页。



强调介质的母性隐喻特征，这与阿拉伯地区早期的母权传统和女神崇拜的历史高度契合。叙利亚神
学家巴戴桑（Ｂａｒｄａｉｓａｎ，１５４－２２２）甚至认为基督是父与母交合而生，是生命之子亦是思想之道（Ｗ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逻各斯经玛利亚而生，住在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体中。这种观念当然不为正统神学家所
容忍，而被后者斥之为具有强烈的情色意味。巴戴桑还将圣父与圣灵比作太阳和月亮，月亮从太阳获
得真道，将真道带到人间①，这一思想显然是糅合了该地区特有的占星学说。

早期福音解读者们在适时调整自我的传教策略中，吸收了东西方不同的思想理念，融合了本地区
特有的文化传统，借助古叙利亚语、科普特语等地方语言，在积极开展圣经翻译和解释工作的同时，极
大地丰富了基督教神学思想内涵，为基督教在更广泛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３．早期基督教在阿拉伯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主要以城镇为重心，“实际上是一个城镇宗教”，而“乡
下人根本就被视为异教徒”②

阿拉伯地区保存下来的早期教会建筑大多位于当时较为繁荣的大城镇，３－４世纪基督徒殉道事
迹亦大都发生在城镇居民当中。与之相比，有关阿拉伯乡村或游牧部落居民归信基督教的传说和记
载寥寥无几，而在非城镇地区出土的基督教考古遗址也难见其踪迹。

城镇之所以成为基督教在阿拉伯地区传播的中心和前沿，主要源于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城镇为
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组织基础。早期的希腊－罗马城镇中存在大大小小的职业团体和形式自由的宗
教组织（或慈善组织），它们基本取代了原有的血缘氏族关系，促使城镇形成了与乡村截然不同的社会
构架。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与城市原有社团生活不断结合，催生了一种全新、高效、富于魅力的团契生
活③。二是城镇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潜在受众。罗马帝国初期，正值奴隶制发展的鼎盛阶段。在此
背景下，家庭教会便成为早期基督教传播的基本单位。基于奴隶主家庭的血缘关系、扈从关系而形成
的宗教传播网络，是基督教得以拓展的主要途径。此外，城镇间频繁的商贸往来也使大批商人和手工
业者归信基督教④，进一步强化了基督教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三是城镇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文化
支撑。进入教父时期以后，一系列神学问题的阐释有赖于坚实的文化基础，教会的祭祀仪式一般也以
希腊语进行。这就要求作为传道者“通常要结合至少是最低限度的知识教养”⑤。城镇的文化职能在
此得以彰显，而这种特性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教父时期垄断教团精神指导权的主教与长老，皆为
受过希腊教育的社会中上层，有些人甚至成长或长期供职于宫廷⑥。四是城镇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
基本场地。古代城市中风格各异的神庙建筑，有效缓解了基督徒骤增和聚会场所狭小稀缺的矛盾。
考古学家理查德·贝利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ｙｌｉｓｓ）曾详细记载当时罗马帝国境内的神庙转为教堂的例子，
并指出此类情形尤以东方城镇居多。耶路撒冷、大马士革、杰拉什（Ｊｅｒａｓｈ）和以斯拉（Ｅｚｒａ’）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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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威：《叙利亚人厄佛冷：圣诗》（Ｋ．ＭｃＶｅｙ，Ｅｐｈｒｅｍ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Ｈｙｍｎｓ），莫瓦市：保罗传道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５页。

⑤　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宗教社会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０８～１０９、１３１页。
多兹在其著作中这样描述道：“一个基督徒团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团，这远非任何伊西斯女神或密特拉教信
徒的相应团体所能比拟。基督教的成员不仅通过共同的礼拜仪式聚在一起，而且通过一个共同的生活方式聚在一起……基
督教显示了超过任何其他团体爱邻居的有效的实践能力。教会提供了社会安全的基本保障，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比起
这些物质性利益，更有意义的是基督教团契可以给与参与者的那种归属感。”［多兹：《焦虑岁月中的异教徒与基督徒》（Ｅ．Ｒ．
Ｄｏｄｄｓ，Ｐａｇ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Ａｎｘｉｅｔｙ），纽约：诺顿公司１９７０年版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关于罗马帝国的商贸往来，米克斯指出：“罗马帝国的人与他们之前以及他们之后直到１９世纪的人相比，他们的旅行都更加
频繁和容易。”（韦恩·米克斯：《最初的城市基督徒》，第１７页）。
优西比乌在其著作中记录道，普罗科匹厄斯（Ｐｒｏｃｏｐｉｕｓ）虽为地道的埃利亚（Ａｅｌｉａ）人（罗马的埃利亚氏族。从公元前５世纪
到公元３世纪，该氏族经历了约８个世纪的辉煌期），却常常为伯善地区（Ｂｅｉｓāｎ，位于巴勒斯坦）的教众翻译所讲的内容。

３８５年，艾杰利亚写道：“……主教通晓叙利亚语，但几乎不去用它，他通常用希腊语布道。这时会有一位长老在他身边将希
腊语翻译成叙利亚语，这样就可以让所有人明白他所讲的内容……”［优西比乌著，劳勒、奥尔顿译：《教会史和巴勒斯坦殉道
者》（Ｅｕｓｅｂｉｕｓ，ｔｒａｎｓ．ｂｙ　Ｈ．Ｊ．Ｌａｗｌｏｒ　ａｎｄ　Ｊ．Ｅ．Ｌ．Ｏｕｌｔｏｎ，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伦敦：基督教知识
促进协会１９２７年版，第３３２页］。另一位杰出的叙利亚神学家巴戴桑，更是频繁出入阿布加尔国王的宫廷，长期接受宫廷文
化和神学院的熏陶和教育。



的神庙祭坛重建被频繁提及①。大型公共宗教场所不断涌现，使基督教突破了以往以家庭教会宣道
为主的初级传播方式，推动了基督教向更完善的教阶体系过渡。

一种宗教能否得到民众的认可，关键在于它能否提供推动社会不断前行的动力。与城镇相比，基
督教向农村的传播则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对于阿拉伯的广大农民来说，宗教是一种天然的公共事务，
农民的宗教信仰附着了节气巫术、泛灵论和仪式主义等，宗教仪式的目的在于祈求一方风调雨顺、消
灾避祸。由祭司主导、农民参与的当地的牺牲奉献仪式，具有强烈的入世性和实用主义特征，其背后
隐藏的是业已牢固的传统社会关系纽带。因此，基督教信仰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要以绝对的勇气与
原有社会关系脱离，融入新的生活规则。至于沙漠游牧民，其文化僵滞而少变，缺乏信仰，以血缘为基
础的氏族部落实体极为稳固。他们与农耕社会完全属于两个世界，所信奉的宗教与生活观甚至截然
相反。游牧民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就像一道强有力的藩篱，对任何外来文化都有着十分强大的抵
抗力。

二　基督教向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传播

在基督教向外传播的年代，任何发生在阿拉伯半岛的重要历史事件都不能剥离罗马（拜占庭）、波
斯（萨珊）两大帝国相互对抗的政治背景，基督教向阿拉伯半岛的传播尤其如此。一方面，两大帝国为
限制对手、争夺商路，竭尽所能拉拢控制部落势力。基督教之于帝国政权，既是统治的权柄又是攻伐
的利器。另一方面，因半岛自然差异悬殊、政治生态各异，以沙漠地带为圆心，半岛不同地区的不同部
族对于归信基督教的态度和方式又大不相同，这里的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与肥沃新月地区的阿拉伯
人存在着根本区别②。

１．半岛北部地区
阿拉伯半岛北部因毗邻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对当时的罗马、波斯帝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早在４

世纪前，基督教传教士便在此地的游牧部落中留下过足迹。据史料记载，３世纪至４世纪，帕尔米拉
王国王后芝诺比阿（Ｚｅｎｏｂｉａ，２４０－２７２）和西坦努赫部族（Ｔａｎｕｋｈ）的女首领马维娅（Ｍａｗｉｙｙａ）就都曾
对基督教信仰狂热追逐。３７３年前后，接手先王政权的遗孀马维娅，因不满信奉阿里乌主义的罗马皇
帝瓦伦斯（Ｖａｌｅｎｓ，３６４－３７８年在位）的统治，走上反抗罗马帝国的道路，结果马维娅大胜瓦伦斯。作
为获胜方，马维娅向罗马皇帝提出的媾和条件竟是交出隐居于西奈沙漠的正统派修士摩西，令摩西在
她的部族中传教③。马维娅也因此在教会文献中留下其生平的唯一记录④。５世纪，东方教会因聂斯
托利之争进入大分裂时期，阿拉伯地区的基督教呈现出麦尔基教派、一性论派和聂斯托利派三大教派
鼎立之势。与此同时，随着加萨尼王国和莱赫米王国的先后崛起，阿拉伯半岛北部很快陷入以拜占庭
与波斯争雄为背景下的一性论派和聂斯托利派的教派对峙之中。

加萨尼部落是阿兹德部族（Ａｚｄ）的马辛分部（Ｍāｚｉｎ），为半岛大迁徙浪潮的先驱。约公元３００
年，加萨尼人首领穆宰基亚（‘Ａｍｒ　ｉｂｎ‘Ａｍｉｒ　ａｌ－Ｍｕｚａｉｑｉｙā）在西叙利亚沙漠地区确立了王权。５世
纪末叶，加萨尼王国进入拜占庭的势力范围，被当作缓冲国来阻挡贝都因部族的发展⑤。

历史赋予加萨尼人以独有契机，令这个部落王国不仅成为拜占庭抵御波斯的强有力盟友，而且使
它成为塑造阿拉伯地区基督教信仰形态的直接参与者。一方面，加萨尼国王哈里斯（Ｈāｒｉｔｈ　Ｉｂｎ
Ｊａｂａｌａ，５２８－５６９年在位）甘为拜占庭帝国固守边疆，防止东边莱赫米人的进犯。另一方面，他积极推
动一性论派基督教在阿拉伯部落民中的传播，使拜占庭治下的阿拉伯教会逐渐成为一性论派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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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明厄姆：“马维娅，最初的阿拉伯基督徒王后”（Ｊ．Ｓ．Ｔｒｉｍｉｎｇｈａｎｍ，“Ｍａｗｉｙｙａ：Ｔｈｅ　Ｆｒｉｓ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ｒａｂ　Ｑｕｅｅｎ”），《神学评
论》（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７８年），第３０９、３１１页。
特里明厄姆：《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人的基督教》，第９８页。
三位教会史家索左门、苏格拉底和迪奥多莱对马维娅的事迹作了记录，其中尤以索左门的记述最为详细。
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６９页。



５６３年，哈里斯赴君士坦丁堡觐见皇帝查士丁尼，请求皇帝委派一性论派主教来管理帝国境内所有阿
拉伯部落的教事活动。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查士丁尼对阿拉伯人的一性论信仰选择了容忍态度，派
出伊扎拉山（Ｉｚａｌａ）比斯洛塔修道院（Ｐｅｓīｌｏｔａ）的两名修士雅各·巴拉丢（Ｊａｃｏｂ　Ｂａｒａｄａｅｕｓ）和迪奥多
莱（Ｔｈｅｏｄｏｒａ），分别前往巴勒斯坦和阿拉比亚两行省，担任那里的阿拉伯部落民的主教。叙利亚历
史学家将迪奥多莱称为“部落营地主教”（ｂｉｓｈｏｐ　ｏｆ　ｔｈｅ“ｈīｒｔａｔ”），因为他从不住在城市的教堂或修道
院，而是随着亚夫尼德家族（Ｊａｆｎｉｄ　ｆａｍｉｌｙ）进行季节性迁徙。雅各则在长达３０年的时间里各处游历、
组建教会、任命教士、按立主教。通过他的工作，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性论派教会力量迅速
壮大，并实行了教阶制。在加萨尼王国的庇护下，一性论派教徒得以存留，他们在之后的日子里被称
为“雅各比教徒”①。然而，部落与帝国之间的盟约并不稳固。阿拉伯人强大的军事能力、对沙漠地区
的控制力以及在宗教上与官方信仰的分歧，始终被拜占庭视作隐患。５７３年，哈里斯之子蒙迪尔·哈
里斯因皇帝查士丁尼二世（５６８－５７８年在位）的猜忌，解除了与拜占庭的同盟关系，放任莱赫米人劫
掠拜占庭的土地。查士丁尼为达成和解，特意在加萨尼人最为尊崇的卢萨法的塞尔吉乌斯教堂（Ｓｅｒ－
ｇｉｕｓ　ｓａｎｃｔｕａｒｙ　ａｔ　Ｒｕｓａｆａ）举行神圣的纪念仪式，才得以挽回蒙迪尔的效忠。５８０年，蒙迪尔访问君士
坦丁堡，受到提庇里阿斯二世（Ｔｉｂｅｒｉｕｓ，５８２－６０２年在位）的热烈欢迎②。但他在由君士坦丁堡返回
领地途中，威慑了安条克的麦尔基派主教，要求后者停止对一性论派教徒的迫害③。蒙迪尔的行为在
提庇里阿斯二世看来既是僭越又是违逆。不久，提庇里阿斯二世以对波斯作战失利为由，判蒙迪尔叛
国罪并将他流放。

此后，加萨尼王室被迫改宗麦尔基派，王室的反叛亦被镇压，这个部落王国逐渐分裂成１５个小的
部族④。６３６年，加萨尼的最后一位国王艾哈姆（Ｊａｂａｌａ　ｉｂｎ　ａｌ－Ａｙｈａｍ）曾与拜占庭人并肩抵抗穆斯林
的征服，但却在亚尔穆克战役中败北后投降，改信了伊斯兰教。不久，这位末代国王又因不满在大马
士革和麦地那受到的侮辱和不公正待遇，逃往君士坦丁堡，并恢复了基督教信仰⑤。

莱赫米人与王后马维娅同属坦努赫部族，是东坦努赫部族的后裔。部族最早的活动中心大致在
今天叙利亚南部的纳马拉（Ｎａｍāｒａ／Ｎｉｍｒｅｈ）一带。到了国王伊姆鲁·盖斯二世时（Ｉｍｒｕ’ａｌ－Ｑａｉｓ
ＩＩ，３８０－４０４年在位），王国的中心为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城市希拉。希拉作为莱赫米王国的都城，除了
是当时著名的贸易中心之外，还以“ａｌ－ｉｂａｄ”（基督的仆人）为人们所熟知。聂斯托利派教徒很早就在
希拉城及周边活动，在距离希拉３英里处，有修建于托马尔萨主教长时期（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ｏｓ　Ｔōｍａｒｓａ，３６３－
３７１年任主教长）的马尔·阿瓦迪舒修道院（Ｄａｉｒ　Ｍāｒ‘Ａｗｄｉｓｈō’）。早期的穆斯林文学当中，“ａｌ－
ｉｂａｄ”特指“希拉的基督徒”，有时也泛指附近所有的聂斯托利派教徒。４１０年，聂斯托利派主教何西阿
（Ｈｏｓｅａ）以此地作为他的主教辖区。此后，希拉雄踞两河流域下游、巴比伦地区众教区之首，这里的
主教世系传承一直延续到１０３１年⑥。莱赫米王国的聂斯托利派信徒一直过着紧密的团契生活，这与
加萨尼的一性论派信徒截然不同。这个群体不仅是首个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而集结在一起的阿拉伯
语社团，甚至还极有可能是后来的伊斯兰教政治宗教社团“乌玛”效仿的模范⑦。

可以肯定的是，莱赫米王国几乎所有的部落都皈依了基督教，众多王室成员亦对聂斯托利信仰推
崇备至。但除末代国王努曼四世（Ｎｕ’ｍāｎ　ｉｂｎ　Ｍｕｎｄｈｉｒ，５８３－６０２年在位）外，历任莱赫米国王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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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特里明厄姆：《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人的基督教》，第１６７～１６８、１５７页。
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７０页。

④　圣·约翰著，佩恩·史密斯译：《教会史》（Ｊｏｈｎ　ｏｆ　Ｅｐｈｅｓｕｓ，ｔａｎｓ．ｂｙ　Ｒ．Ｐａｙｎｅ　Ｓｍｉｔｈ，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４卷，牛津：牛
津大学出版社１８６０年版，第１６９、１３５～１３６页。
据伊本·卡尔比（Ｉｂｎ　ａｌ－Ｋｈｌｂｉ）记载，艾哈姆之后在卡帕多西亚的哈莎娜（Ｋｈａｒｓｈａｎａｈ）找到立足之地，随后，部落中的很多人
前往高加索伊比利亚地区建立了新家园。于是这里的人们便信仰了基督教一性论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当地人所用的
语言是阿拉米语的一种方言，而非格鲁吉亚语。拜占庭皇帝尼斯福鲁斯一世（Ｎｉｃｅｐｈｏｒｕｓ　Ｉ，８０２－８１１年在位）即是这位末代
国王艾哈姆的后裔。
格林那鲍姆：《古典伊斯兰教史（６００－１２５８）》（Ｇ．Ｅ．ｖｏｎ　Ｇｒｕｎｅｂａｕｍ，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６００－１２５８），伦敦：艾伦与
昂文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第２３页。



肯入教，而是一直保持着对女神欧扎（ａｌ－‘Ｕｚｚａ）的崇拜。伊姆鲁·盖斯二世的继任者努曼一世（Ｎｕ’

ｍāｎ　Ｉ，４０５－４１８年在位）虽在早年间限制部众对柱头修士圣西缅的敬拜行为，但随后就解除了禁令。
到努曼三世（Ｎｕ’ｍāｎⅢｉｂｎ　Ａｓｗａｄ，５００－５０３年在位）统治时期，莱赫米王国的疆域已达底格里斯
河沿岸。努曼三世修建的城市努曼尼亚是扎瓦比教区（ｄｉｏｃｅｓｅ　ｏｆ　ａｚ－Ｚａｗāｂī）的中心，位于塞琉西亚
和卡什卡之间。努曼三世虽不是基督徒，但他常去希拉以南的拉迦修道院（Ａｌ－Ｌａｊｊａ）参加周日的祷告
和重大节日①。努曼三世去世后，王权旁落，由肯德王国国王哈里斯（Ｈāｒｉｔｈ　ｉｂｎ‘Ａｍｒ，４９０－５２７／

５２８）支持的阿尔卡马·艾迪（Ａｂｕ　Ｙａ’ｆｕｒ　ｉｂｎ‘Ａｌｑａｍａ　ｉｂｎ‘Ａｄｉ）登上王位。相传，这位旁支国王和
他的父亲一起修建了阿尔卡马修道院（Ｄａｉｒ‘Ａｌｑａｍａ）②。６世纪上半叶，莱赫米王国迎来其历史上最
伟大的国王———蒙迪尔三世（ＭｕｎｄｈｉｒⅢ，５０５－５５４）。他与加萨尼国王哈里斯是这一时期阿拉伯历
史上最重要的人物③。蒙迪尔三世不仅终结了肯德王国对其政权的控制，还帮助波斯人多次入侵叙
利亚，成为拜占庭常随不离的烦恼。尽管成就了先辈们不曾创下的伟业，蒙迪尔三世本人对基督教的
态度却飘忽不定，波斯人对基督教的敌视，始终为莱赫米历代君主所忌惮。蒙迪尔统治期间，聂斯脱
利教派在莱赫米王国得到长足发展，一性论派传教士也可自由传教。

蒙迪尔三世之后，莱赫米的国王们未能再恢复先王的权威。７世纪初，波斯皇帝废除附庸－庇护
制度，派遣波斯人直接担任莱赫米王国的最高长官，莱赫米国王则被降至酋长一般的地位④。莱赫米
王国的历史随之结束，成为波斯的一个行省，它作为防御游牧民入侵的战略缓冲带的作用不复存在。

２．半岛中部地区
肯德王国是阿拉伯半岛中部强大的部落王国。它将半岛内外的主要势力联系在一起，形成一张

颇具规模的地区关系网。据阿拔斯王朝历史地理学家亚库比（Ｙａ’ｑūｂī）记载，这个由胡吉尔（Ｈｕｊｒ
ｉｂｎ‘Ａｍｒ，４５０－４７８年在位）建立的王国，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主导着半岛事务。王国内部的权
力斗争、政局变化深刻影响了阿拉伯人与两大帝国的关系，也门地区的希木叶尔王朝也通过与肯德王
国的联系，将政治触角伸向半岛中部。

肯德王国的构成非常复杂，是建立在宗教协约基础上的松散部族联盟。各部族在加入联盟时，需
要举行严格的祭祀仪式，其中一项重要的仪式是血祭，祭祀过程中要将芳香的水和盐洒向火堆。通过
一系列的祭祀仪式，结盟双方将彼此间需要承担的责任神圣化。有学者认为，肯德王国的组建形式是
前伊斯兰时期半岛部落通过宗教的途径实现联合统一的初次尝试，也就是后来为伊斯兰教所继承的
“希尔夫协定”（ｈｉｌｆｃｏｍｐａｃｔ）的前身⑤。肯德部族最初定居于哈达拉毛以西，４世纪以后逐渐迁入纳
季德地区，王国建立后即以纳季德西南的贾穆尔·季肯达（Ｇｈａｍｒ　ＤｈīＫｉｎｄａ）为都城。参加联盟的
主要部族有拉比亚部族（Ｒａｂī’ａ）、巴克尔部族（Ｂａｋｒ）、塔米姆部族（Ｔａｍīｍ）等。传说胡吉尔曾与拉
比亚部族一起挺进巴林地区，与巴克尔部族攻入莱赫米王国。但胡吉尔去世不久，拉比亚部族便从联
盟中分离出去。很明显，这一时期半岛内部族迁徙频繁，部族间的联盟关系十分混乱。到胡吉尔的孙
子、著名的哈里斯（ａｌ－Ｈāｒｉｔｈ　ｉｂｎ‘Ａｍｒ　ｉｂｎ　Ｈｕｊｒ）执政时期，联盟再度恢复。哈里斯选择与拜占庭人
站在一起抗击波斯。在拜占庭人的帮助下，哈里斯很快就控制了莱赫米王国。伊拉克地区的游牧部
落承认了哈里斯的宗主权。哈里斯还将女儿信德嫁与蒙迪尔三世为妻，以便通过姻亲关系控制后者。
但哈里斯最终丧生于蒙迪尔之手，拜占庭也在哈里斯死后转而扶植加萨尼王国。５２８年哈里斯之死
标志着联盟王国走向灭亡。哈里斯的几个儿子纷纷自立门户：杜马、纳季德、希贾兹附近地区、巴林和
亚玛玛（Ｙａｍａｍａ）等地区各自为政，统一联盟不复存在。

作为罗马人的盟友，肯德王国的统治者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希拉一处女修院中的教堂铭文
记载，哈里斯的女儿曾为其父的基督教信仰作见证，铭文中将这位肯德王国的公主称呼为“基督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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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他的仆人之母，他的仆人之女”①。从中可以推测，基督教很可能是肯德国王的家族信仰。肯德王
国部族联盟中的喀尔布部族民众也信仰基督教，并且全部都是雅各比派教徒。这些部族民常常前往
教堂和修道院密集的地方朝拜祷告。他们的信仰十分坚定，以至于伊斯兰教整整耗费了约一个世纪
的时间才令他们改宗。史料有载，当时刺杀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的基督徒就是来自喀尔布部族。同
样出自该部族的还有倭马亚王朝第一任哈里发穆阿维叶的妃子迈孙（Ｍａｉｓūｎ　ｂｉｎｔ　Ｂａｈｄａｌ），她是一名
虔诚的基督徒。穆阿维叶为了方便妻子祷告，便将大马士革一座废弃的教堂赏赐给了她②。此外，联
盟中的塔米姆部族、台额里布部族也都信奉基督教。这些部族的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亚玛玛一带。
按照塔米姆部族的阿尤布部落形成的过程及时间推测，早在４世纪中期，基督教已经深入到这个地
区③。到穆罕默德生活的时代，塔米姆部族还出现了一位叫做萨迦（Ｓａｊāｈ　ｂｉｎｔ　ａｌ－Ｈāｒｉｔｈ）的基督教女
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她曾率领部众前往哈尼法部落参加基督教先知马斯拉马（Ｍａｓｌａｍａ）的运动。
当马斯拉马死于战火后，萨迦又回到自己的领地。

３．半岛东部沿海地区
阿拉伯半岛东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受波斯帝国和聂斯托利派教会的影响，其范围大致包括

亚玛玛东部、巴林、阿曼以及周边岛屿。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沿着海上商路渐次传入这些地区。５世纪
后，半岛东部逐步形成以卡提夫、哈贾尔绿洲为中心的巴林教区，以达林岛为中心的奥尔道伊和托多
罗教区（ｄｉｏｃｅｓｅ　ｏｆ　Ａｒｄａｉ　ａｎｄ　Ｔｏｄｏｒｏ），以及沿海的阿曼教区。据记载，最早来到巴林的传教士是名
为阿卜杜·亚舒（‘Ａｂｄ　Ｙａｓū）的阿拉伯圣者，他来自巴比伦以南的卡拉塞尼（Ｃｈａｒａｃｅｎｅ），毕业于底
格里斯河左岸的昆尼神学院（Ｄａｉｒ　Ｑūｎｉ）。传说因他善于向沿途的居民施展奇迹，盛名斐然，不久便
被聂斯托利派主教长托马尔萨任命为马克拉卡（Ｍａｋｈｒāｑ）的地方主教。然而，阿卜杜·亚舒在马克
拉卡的传教并不顺利，因此不得不转而前往巴林附近的小岛。在那里，他劝说岛民归信基督教，并修
建了修道院。有关阿卜杜与魔鬼抗争的传说一直为当地人所津津乐道。阿卜杜晚年回到了希拉，很
快就有一批信徒跟随他修道，这批信徒被认为是巴比伦地区第一批聂斯托利派修道士④。

巴林教区有自己的聂斯托利派主教。这里生活着阿卜杜·盖斯部族（‘Ａｂｄ　ａｌ－Ｑａｉｓ）、巴克
尔·伊本·瓦伊勒部族（Ｂａｋｒ　ｉｂｎ　Ｗā’ｉｌ）和塔米姆部族（Ｔａｍīｍ）。阿卜杜·盖斯部族主要集中在巴
林附近的绿洲和卡提夫沿岸一带，部族民大约在先知穆罕默德生活的年代归信了基督教，这在伊斯兰
编年史中有记载，其中常被提及的一位基督徒首领是来自山部落（Ｓｈａｎｎ）的莱卜·伊本·巴拉（Ｒｉ’

ａｂ　ｉｂｎ　ａｌ－Ｂａｒā’）⑤。巴克尔·伊本·瓦伊勒部族是当时生活在亚玛玛和巴林的最强大的部族，它的
统治范围向北一直延伸到伊拉克南部。在穆斯林对外征服时期，巴克尔部族的领导人穆塔纳
（Ｍｕｔｈａｎｎāｉｂｎ　Ｈāｒｉｔｈａ　ａｓｈ－Ｓｈａｉｂāｎī）竭力配合穆斯林作战，在里达战争⑥（ｒｉｄｄａ）中帮助后者征服
了巴林，继而挺进伊拉克地区。巴克尔部族以政治忠诚为部族民换来信仰自由。因此，在较长时期
内，巴克尔人一直保持基督教信仰，也不需要向哈里发缴付贡税。

巴克尔部族由众多部落组成，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哈尼法部落。哈尼法部落驻扎在今利雅得附近
的城镇周边，领地内多绿洲沃土，部众依靠种植谷物和椰枣生活，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穆罕默德创
立伊斯兰教后，曾派遣使者来到哈尼法部落，劝说部落改宗伊斯兰教。据说部落首领哈瓦达
（Ｈａｗｄｈａ）予以积极回应，但终因哈瓦达过早离世而未有结果。在穆罕默德晚年，哈尼法部落的一个
名为马斯拉马的人，也自称先知，并用拉赫曼的名字传播基督教⑦。他着重强调教徒应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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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禁欲苦行，这显然是受到了叙利亚基督教的影响。马斯拉马去世后，他的埋葬地库法成为基督教
的圣地，时常有信徒前去凭吊。

巴林南部的阿曼三面环海，与内陆接壤处皆为沙漠。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阿曼与外部的联系
主要借助海路，人口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其中，信仰基督教者占阿曼人口的绝大多数。当时的阿
曼是著名的纺织业和商业中心，与幼发拉底河口的迈山王国（Ｍｅｓēｎｅ／Ｍａｉｓāｎ）有密切的商贸往来。
现存资料中，对阿曼地区基督徒的日常活动记录较为分散，且大多语焉不详。例如，４２４年，一个叫犹
汉纳（Ｙｏｈａｎｎａｎ）的阿曼人曾参加马克布塔宗教大会（Ｓｙｎｏｄ　ｏｆ　Ｍａｒｋａｂｔａ）；后来，又有一个叫大卫的
阿曼人参加了聂斯托利主教长马尔·阿巴（Ｍāｒ　Ａｂā）的圣职授任仪式；萨缪尔和斯提芬诺斯分别参
加了５７６年和６７６年的宗教会议①。

４．半岛西南部地区
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社会生活始终离不开商业贸易与商路争夺这两大主题，大批基督教教士随

驼队而来，诸多教堂因商贸而起。频繁的商业往来带来多种宗教元素，激烈的商路争夺则赋予他们更
多的政治使命。

３５６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３３７－３６１年在位）派遣一个阿里乌斯派基督教代表
团到达半岛南部，这也是史料记载中第一次有官方传道团到访该地②。相传这个传道团的团长西奥
菲拉斯（Ｔｈｅｏｐｈｉｌｕｓ）向希木叶尔国王展示了他的奇迹，以此证明基督教信仰的伟大，国王因此改信基
督教。传道团先后在采法尔、亚丁、萨那等商路重镇修建了基督教堂，并向西跨过海峡，向阿克苏姆人
传播阿里乌斯派的教义③。此次传道活动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宗教往来，其真实动机显然在于扩大
东罗马帝国的政治影响，并以此抵御波斯帝国对沿海商路的潜在威胁。

４世纪，随着西方近邻阿比西尼亚归信基督教，阿拉伯半岛西南地区一性论基督教势力逐渐强
大，商贸重镇纳季兰成为了一性论教派在该地区传教的中心。与此同时，自叙利亚南下的犹太教亦在
此地获得长足发展，希木叶尔国王约在４世纪末、５世纪初皈依犹太教，半岛西南部出现首个犹太教
政权。两大一神教在该地区很快陷入激烈竞争，而隐藏在宗教竞争背后的正是拜占庭与波斯两大帝
国对于海路商贸的控制与争夺。５２２年，希木叶尔王朝最后的国王、信奉犹太教的左·努瓦斯（Ｄｈū
Ｎｕｗāｓ）发起针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行动，并由最初的向基督徒强征赋税，逐步演变为大规模的屠杀清
洗。希木叶尔国王的举动震惊了基督教世界，由此引发阿比西尼亚军队的大举攻伐。５２３年和５２５
年，阿比西尼亚人两次取得胜利，希木叶尔王朝被推翻，阿比西尼亚总督艾卜赖海（Ａｂｒａｈａ）成为主政
者，阿拉伯半岛西南地区自此进入阿比西尼亚人的殖民时代，一性论基督教随之开始了短暂的繁盛
时期。

艾卜赖海统治期间，一个重要事件便是著名的象年之争。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人一心想使
当地人改宗，并以此与偶像崇拜的麦加抗衡，因为麦加是北方的朝觐中心，朝觐会给圣地和沿途居民
带来可观收入。利益冲突引发了新的宗教竞争。据传两个属于弗盖木部族的多神教教徒在萨那新教
堂的献堂礼前夕偷偷潜入堂内，用粪玷污了圣坛和十字架。艾卜赖海遂兴问罪之师，率军向两百公里
外的麦加克尔白寺大举进发。艾卜赖海骑白象横跨沙漠，让骑骆驼的阿拉比亚人啧啧称奇，故以象纪
年。向北的征伐最终落败于麦加部族的顽强抵抗和阿比西尼亚军中泛滥的天花疫情。阿比尼西亚军
队战败回国后，其在半岛西南的统治 根 基 被 削 弱。５７５ 年，波 斯 皇 帝 克 斯 劳 （Ｋｈｏｓｒｏｗ　Ｉ
Ａｎｕｓｈｉｒｕｗāｎ，５３１－５７９年在位）趁机派兵南下，击溃阿比西尼亚驻军，也门遂沦为一个波斯州，基督
教在也门地区随之退却，并迅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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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

从地域分布上看，基督教向阿拉伯半岛的传播需跨越逐层递进的三个维度。以安条克教会所辖
教区构成了基督教的核心辐射区，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正统派教区，其范围涵盖了地中海东岸及叙利亚
西部地区。核心区外层，以埃德萨（尼西比斯）为中心的两河流域、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基督教保留了较
多的叙利亚阿拉米文化特点，构成了基督教传播的次核心辐射区。而阿拉伯半岛则是游离于基督教
文化核心圈的边缘地带，在次核心辐射区的影响之下若即若离，摇摆不定。于是，基督教向半岛周边
乃至沙漠腹地的传播呈现不断衰减态势。基督教赖以扩张的开放的社会网络和博爱信仰在进入半岛
后屡屡受阻，走上完全不同于阿拉伯其他地区的发展路径。

１．基督教的自我调适
为更加切合当地人的信仰习惯，基督教在进入阿拉伯半岛前，选择性地保留阿拉伯地区原有的阿

拉米文化特点。较之希腊基督教注重对生活的理性思考，阿拉伯基督教则更热衷于推动福音的传播，
更沉醉于对宗教秘义的探寻。

在宗教内涵上，阿拉伯基督教采纳地区流行的二元论观念，并以“灵善物恶”为起点，延伸出禁欲
隐修的思想倾向。早期的诺斯替主义者，诸如马西昂派、奥迪安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者，皆笃信宇宙
善恶二元对立，强调禁欲节制，并将这一原则作为信仰表达的主要方式。在基督教兴起、扩张的年代，
二元论在阿拉伯民众的宗教意识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该观念与东方神秘主义一起，共同构建了迥异
于西方的宗教阐释语境。在传播践行上，阿拉伯基督教顺应了该地区原有的宗教社会关系，修士们取
代教会，成为基督教向半岛沙漠传播的先锋力量，而极端的修行方式则在阿拉伯游牧民中受到热烈追
捧。正如莫菲特所言，“并不是所有的亚洲苦修主义实践都强调与世隔绝”①。不同于埃及式的苦思
冥想与日夜祷告，叙利亚苦修士们的践行方式显得更加狂热和激进，他们强调“仅仅通过阅读来追寻
是远远不够的，须以模仿基督生活方式来感知教义的真谛，并以此摆脱饥饿与欲望的奴役”②。阿拉
伯基督教的苦修形式多种多样，露天修士、树洞修士、柱头修士以及巴勒斯坦死海岸边及周围沙漠里
的劳拉修道制度③，均在《多马行传》《沙漠教父语录》中被大量提及。修士和苦修主义不仅复现了古
老闪米特宗教中的肉体禁欲思想，而且兼顾了本地区因商贸往来而形成的流动外向的社会传统。修
士们通过对肉体的极端折磨，实现了对人类极限的超越，进入了“灵”的存在，获得了治愈病痛和祛除
魔鬼的“神力”，从而满足了游牧民面对恶劣生存环境渴望得到自然眷顾的美好憧憬。

关于基督教在向阿拉伯腹地传播中所呈现的二元论思想与苦修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特征，亦可从
同时代盛行于东方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密特拉教以及随后兴起的伊斯兰教中找到相似之处，特
别是早在７世纪末、８世纪初便已产生的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该派对于真神安拉、特殊的神智论和
两世观的认知，与早期阿拉伯基督教乃至摩尼教中的一些观念有着惊人的契合，这也让人们不禁联想
到这些有着共同文化基础的先知型宗教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关系。

２．基督教的不适用性
尽管基督教在向阿拉伯半岛传播过程中作出了一些自我调适，但７世纪风云骤变的历史命运，依

然向世界昭告了另一个伟大的先知型宗教的诞生和崛起。“顺应现世”的伊斯兰教以圣战的诫命向外
扩张，以富于政治性的教义整合民族，以“战士宗教”④的强势姿态同时掀起了阿拉伯地区宗教革命和
社会革命两大浪潮。短短几十年间，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版图疾速扩张，基督教遭遇到向半
岛地区传教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劲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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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方兴未艾的伊斯兰教，阿拉伯地区的基督教可谓既无“天时”，也无“地利”，更无“人和”。首
先，６世纪末、７世纪初，半岛社会内部已处在深刻的变动之中，民众渴望结束部族割据、建立统一国家
的现实愿望十分迫切。而此时阿拉伯地区的基督教因长期的神学论争陷于严重的教派分立，加之帝
国之间旷日已久的离间分治，基督教显然无法担负通过合一的宗教意识完成社会整合的重任。而伊
斯兰教则正当其时地提出独一神、最高统一神的观念，顺应了时代需求，很快在普通民众中形成强大
凝聚力。其次，阿拉伯半岛一直是希腊与帕提亚、拜占庭与萨珊波斯对峙交锋的缓冲地带，数百年间，
两大帝国在这里相互争夺、难分伯仲。基督教正是在这样的地缘背景下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大大
小小的王国部落纷纷利用宗教信仰宣誓自己的政权倾向。但基督教在半岛的政治属性也仅此而已。
它既没有完成向入世型宗教的深刻转变，也没有借用某一方军事资源推动福音的传播发展。较之那
些建立了卓越功勋、立志苦行遁世的修道士们，基督教与该地区普罗大众的政治生活并无太多联系。
反观伊斯兰教，在创立之初便确立了穆罕默德“封印至圣”的地位，以空前绝后的姿态赋予先知政治权
威，从而形成了先知穆罕默德在即将到来的变革中履行权威的强大保障。伊斯兰教在创立伊始便和
地缘政治发展紧密相连，这是基督教难以企及的最大优势。再次，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虽经过上百年
的融合发展，却终究无法剔除其希腊和希伯来文化因子，加之罗马帝国赋予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在阿
拉伯人眼里，基督教俨然就是一种文化殖民的工具。而伊斯兰教所提出的独一神“安拉”，本身就是阿
拉伯人自然崇拜的诸神之一，“安拉”对阿拉伯人来说有着天然的文化亲和力。在《古兰经》以９９个美
名来表述“安拉”的本体和属性之后，真神“安拉”便更具强大的包容性和整合力。与其说是伊斯兰教
的兴起强化了阿拉伯人的民族特性，毋宁说是基督教的传播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绪。

此外，伊斯兰教还充分利用阿拉伯语简洁直白的特性，突出“清真言”在穆斯林生活中的重要作
用，首次赋予阿拉伯语宗教表达的功用，完成了基督教在几个世纪的传播过程中着力探求却未能达成
的心愿。至于阿拉伯语的圣经文本和神学论著，则要晚至１１世纪才得以问世①。因此，众多的历史
学家感叹，基督教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是语言的失败。

３．基督教对于早期伊斯兰教的影响
虽然伊斯兰教政权向外扩张的速度迅猛异常，但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彻底取代基督教的进程

却较为缓慢。面对基督教在阿拉伯地区长达百年的传播积淀，无论是在教义体系的完备程度，还是对
于各地传统的吸收融合，年轻的伊斯兰教此时尚处在一个相对单薄的成长阶段。时至今日，人们仍可
从形成于伊斯兰教早期的各类史料中发现诸多基督教留下的印记。

基督徒大规模改宗伊斯兰教发生在徙志的１世纪末、２世纪初，但改宗没有使他们立刻改变原有
的习惯②。事实上，刚刚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仍然保留了很多基督教时代的教义传说，这些传说因
日积月累融入大众记忆，其中的一些不仅没有悖离伊斯兰教精神，反而在伊斯兰教语境之中存活了下
来。例如，《布哈里圣训》第２章第１５段，真主的使者说：“你们中任何人得不到完善的信仰，直到他爱
我胜过爱自己的父亲和孩子。”③《马太福音》第１０章第３７节中则有极为相似的记述：“爱父母过于爱
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再比如，《布哈里圣训》第３７章第２２６８
段先知说，你们和两伙持经人的比喻，犹如这样一个人的比喻，他雇了一伙人，然后说：“谁愿意以一个
基拉特的工钱给我从早晨劳动到中午？”接着犹太人去劳动了。然后他又说：“谁愿意以一个基拉特的
工钱给我从中午劳动到晡礼的时间？”接着基督徒去劳动了。然后他又说：“谁愿意以两个基拉特的工
钱给我从晡礼劳动到日落的时间？”接着你们就去劳动了。犹太人和基督徒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我
们劳动的时间长，得到的工钱却少？”那人回答道：“我剥夺了你们的权利吗？”他们说：“没有。”他说：
“那是我的恩惠，我将它赐予我所意欲的人。”④如果我们将这一故事与《马太福音》第２０章第１～１６

·２９·

①

②

③

④

最早要到１１世纪，由阿拉伯人编纂。
理查德·贝尔：《寻根伊斯兰教———在基督教盛行的时代》，第１９０页。
齐学义译：《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１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０页。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２卷，第４３页。



节葡萄园雇工的故事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情节何其相似。诚然，圣经中一些著名故事和节文在
《古兰经》中也可找到类似说法，如“骆驼与针眼”“建筑在沙土上的房子”“人人都要尝试死的滋味”
等①，但在口耳相传的“圣训”中出现这些解决现实问题的效法事例，则更凸显了伊斯兰教兴起前基督
教对于大众认知的影响和塑造，以及伊斯兰教对于阿拉伯地区先知型宗教传播基础的继承。

当然，有单向的吸收继承也就会有相互的刺激生长，穆斯林学者在与基督徒的神学争论中亦收获
了诸多启迪。大马士革的约翰（Ｊｏｈｎ　ｏｆ　Ｄａｍａｓｃｕｓ）在他的著作《与萨拉森人的对话》（Ｄｉｓｃｅｐｔａｔｉｏ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　ｅｔ　Ｓａｒａｃｅｎｉ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ａｔｉｏ　Ｓａｒａｃｅｎｉ　ｅ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ａ　Ｓａｒａｃｅｎ”）②中便记
载了两方学者关于“人类意志的自由”和“耶稣基督的神性”两大问题的论争。对于第一个问题，穆斯
林与基督徒围绕“安拉（上帝）是否创造罪恶”展开辩论；对于第二个问题，双方则在“如何看待逻各斯”
问题上互相诘难。在伊斯兰教初传的时代，对于这两大问题的深入讨论暴露出了穆斯林学者对于教
义理解上的模糊认知，而给出“完美答案”的过程既是教人改宗也是自我完善的过程。对于神学问题
的激辩所引起的连锁效应，不仅导致了伊斯兰教一些早期异端教派的产生，如盖德尔派、伊斯兰神秘
主义等，而且更促使伊斯兰教教义体系朝着完备的方向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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